
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

刘　后　滨

随着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入 ,古代帝国的政治体制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目前已

经出版的著作 , 基本还没有触及到整个中国帝制时代长时段的体制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

中 , 有许多关键的环节 , 标志着政治制度划时代的变革 ; 也有许多影响制度演进的关键性

因素 ,造成了某种划时代的变革。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

要时期 ,而唐代本身的制度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安史之乱被认为是将唐代历史划分

为前后两期的转折点 ,其对于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是影响政治制度演进

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 而学界以往很少关注安史之乱及此后的战争环境对唐帝国在制度层面

上变革的意义。实际上 , 它为唐代制度的演进促生了许多新的因素 ,并使得高宗武则天以来

尤其是玄宗时期制度的调整
①

,在新的形势下出于战争的特殊需要 ,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

展。从更长远的角度看 ,安史之乱及其后直至德宗建中 (公元 780— 783年 )年间的战争环境 ,

在由唐制向宋制的过渡之中 , 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 战争带来的新问题及使职体系的形成和巩固

使职产生的原因是统治形势的变化导致的新事务的出现 , 由于制度上规定的官僚体系

基本是具有固定机构和固定职掌的 , 而国家事务却总是不断变化的 , 所以临时性的使职派

遣就成为许多王朝都具有的现象。但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出现的使职差遣 ,逐渐衍生出一

种新的行政机制 , 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 , 并逐渐形成一个按照新的机制处理

政务的体系。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相比 , 使职的一个基本特点是 ,本司之官不治本司之

事 , 要差遣他官来判决 ; 即使本司之官要治本司之事 , 也需要特别的授权②。唐代的使职差

遣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很普遍 ,但使职体系的基本形成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制度的变

化归根到底是国家政权统治形势变化的结果。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

列的新问题 , 从而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巩固。

战争带来的新问题首先表现在财政供应方面。本来在天宝年间 ,由于土地兼并及其引起

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 ,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破坏 , 新的赋税征收原则尚未完全确立 , 国家

的赋税收入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 在这种背景下 , 财政问题凸显 , 财政使职不断扩大 ; 而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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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忠以其特有的经济之才以及特殊的背景 , 先后以度支员外郎、 郎中兼领十数个使职 , 并

以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 , 取得了总理财政收支的大权 ,成为事实上的财政总管。而

这种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由一人总管财政的制度 , 由于战备供应的需要 , 在安史之乱后被

继承和巩固下来。战争之初 , 第五琦至蜀中奏事 , 向玄宗奏言: “方今之急在兵 , 兵之强弱

在赋 , 赋之所出 , 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 , 使济军需 , 臣能使赏给之资 , 不劳圣虑。” 玄宗

大喜 , 即日拜监察御史 , 勾当江淮租庸使。寻拜殿中侍御史。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 , 迁司

金郎中、 兼御史中丞 , 使如故。迁户部侍郎、 兼御史中丞 , 专判度支 , 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

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 司农太府出纳、 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
③

。从第五琦的仕历可以

看出 , 战争使得整个官僚机构遭到破坏 , 更加不可能由原有户部诸司来承担赋税征敛和战

备供应的任务 , 而是直接继承了开元、 天宝以来发展起来的使职制度 , 即依托于御史系统

派使勾当 , 并由一人总官。然其阶官尚须寄托于户部 , 随着第五琦所领的使职越来越多 , 他

的阶官也从司金郎中、 度支郎中做到户部侍郎 , 说明户部职官已经演化成为寄托财政使职

品级身份的阶官了。

由一人以判度支的使职身份总理财政的制度 , 在使得财政事务的管理完全使职化的同

时 ,也为唐代财政管理体制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唐前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是户部四司按照土地

户籍与租调征收、 国度支用、 库藏出纳、 仓储出纳等不同环节分工管理的 , 其中尤以户部

根据户口丁身确定岁入为基础 , 以度支制定国度支用计划 (即财政预算的编制 ) 为中心④ ;

而安史之乱以后的财政管理 , 其发展方向是通过使职按照钱谷来源的种类或地域划分进行

的
⑤

。两种体制转换的前提 , 是经过战争强化了的判度支总揽财政的制度 , 它以一人总管的

制度打通了财政管理的各个环节 , 其后由度支使、 盐铁转运使和户部使三司分掌财政的制

度 , 只不过是将原有判度支的职权进行平面的分割而已。

战乱还造成了官员人事档案的丢失以及由此带来的铨选和考课的混乱。这种混乱局面

要到德宗贞元四、 五年间才开始得到整顿。贞元四年 (公元 788年 ) 八月的吏部奏文中 , 已

经指出了这种状况: “伏以艰难以来 , 年月积久。两都士类 , 散在远方 , 三库敕甲 , 又经失

坠。因此人多罔冒 , 吏或欺诈。分见官者 , 谓之擗名 ; 承已死者 , 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甲 ,

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 , 其类颇多。比来因循 , 遂使滋长。所以选集加众 , 真伪混然。实资

检责 , 用甄泾渭。” 并因此提出了整顿的办法: “谨具由历状样如前。伏望委诸州府县 , 于界

内应有出身以上 , 便令依样通状 , 限敕牒到一月内毕 , 务令尽出 , 不得遗漏。其敕 , 令度支

急递送付州府 ,州府待纳状毕 , 以州印印状尾 ,表缝相连 ,星夜送观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 ,

专使勾当都封印 , 差官给驿递驴送省 , ……其状直送吏曹 , 不用都司发。人到日 , 所司造姓

攒勘合 , 即奸伪毕露 , 冤抑可明。”⑥在这次对铨选的整顿中 , 吏部直接指挥州府 , 其间又通

过度支使的急递系统 , 并由观察使将管内州府应有出身以上者的由历状汇总上报 , 直接送

到吏部 ,而不通过尚书都省。这就反映出使职在沟通中央和地方政务方面的重要地位 ,以及

在尚书省内部都省地位的下降。如果说 ,铨选的整顿并未在行政体制上造成多大影响 ,因为

选官管理体制在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即已基本调整完成 ; 那么 , 安史之乱后对考课混乱

局面的整顿 ,则使得考课事务中的使职有了发展。考课的混乱局面和流于形式化的弊病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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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唐会要》 卷五八考功郎中条所指出的那样 , “自至德以来 , 考绩之司 , 事多失实。常参

官及诸州刺使 , 未尝分其善恶 , 悉以中上考褒之。” 据 《唐会要》 卷八一 《考》 上记载 , 还

在宝应二年 (公元 764年 ) 正月 , 根据吏部考功司的奏请 , 设立了京、 外按察司 , “京察连

御史台分察使 , 外察连诸道观察使 , 各访察官吏善恶。其功过稍大 , 事当奏者 , 使司案成便

奏 , 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 , 具状报考功 ; 其功过虽小 , 理堪惩劝者 , 按成即报考功 , 至校

考日 , 参事迹以为殿最。” 这是考课机构和监察机构在对于官吏考核事务中的有机结合 , 是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中由考课向考察发展的重要环节
⑦

。而且 , 这种结合是以使职的形式

出现的。 《唐会要》 考功郎中条所谓 “贞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 , 颇疑即指上述京、 外

按察司 , 在贞元初年的制度整顿中 , 放弃了宝应二年设立京、 外按察司即由考课机构和监

察机构联合组成使司进行考核的做法 , 根据安史之乱以前 “其外官考 , ……每年定诸司长

官一人判校 , 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 的传统 , 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考功员外郎不掌贡举的

情况下 , 改为由考功郎中校京官考、 考功员外郎校外官考 ,即 “其考课付所司准式授定 ,遂

令员外郎校外官考”。

战争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 , 是造成了一大批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期间被胁从的

受伪官。肃宗收复两京后 , 这些人都相率待罪阙下。为了审理这些人 , 经过反复讨论 , “竟置

三司使”。这是由御史台、 大理寺和刑部官员组成的 “三司使” 制度化的完成⑧。

战争还造成了礼仪制度的混乱 , 不仅出现了家礼散佚和私家礼仪逾制的问题 , 就连皇

帝在南郊祭天的圆丘和李唐皇室的太庙亦毁于兵火 , 造成了国家大礼陵寝之礼和郊祀之礼

的停废和紊乱
⑨

。于是对礼仪制度的整顿 , 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而开元以

来派使检校礼仪、祠祭之事的做法得以延续10。掌管礼仪之事的机构也逐渐由 “掌天下礼仪、

祭享之政令” 的礼部和 “掌邦国礼乐、 郊庙、 社稷之事” 的太常寺转变为以礼仪使为首的 ,

以整顿礼制、 制定仪注为主的太常礼院。

以上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新问题从而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进一步发展的几个明显的方

面。正是由于使职的不断发展 ,进一步冲击原有尚书行政系统的职权 ,进而造成尚书机构的

逐渐闲废和新的行政体系的形成和巩固。

二、 使司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与调整

严耕望先生撰有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的长文
11

, 其下篇专论唐代后期尚书省

职权地位之转变与坠落。文中指出 ,尽管在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之地位与职权本已有逐渐降

落之势 , 然 “及安史之乱 , 戎机逼促 , 不得从容 , 政事推行 , 率从权便。故中书以功状除官 ,

随宜遣调 , 而吏、 兵之职废矣。军需孔急 , 国计艰难 , 权置使额 , 以集时务 , 而户部之职废

矣。至于刑工之职亦不克举。诸部之中 , 所职未废者惟礼部贡举 ; 然事实上亦一使职耳。”文

中引用唐人于邵在大历元、 二年间上表中所说: “属师旅之后 , 庶政从权 , 会府旧章 , 多所

旷废。惟礼部、 兵部、 度支 , 职务尚存 , 颇同往昔 ; 余曹空闲 , 案牍全稀 , 一饭而归 , 竟日

无事。”
12
进而认为 , “大抵军旅始兴 , 吏部失职最甚 , 刑工次之。军事期间 , 兵部尚有若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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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财计诸使亦未完全脱离户部之控制。”亦即随着战争带来的财政问题、军事问题的突显 ,

户部度支司 (实为依托于度支司的使职 ) 和兵部的职权 (主要是武官的选举和管理 ) 稍有

保留。而其余诸司如 “省中司门、 都官、 屯田、 虞部、 主客 , 皆闲简无事。时谚曰: 司门、 水

部 , 入省不数。”
13
所以说 , 尚书省部分机构被闲废 , 是过于强调整齐划一的尚书六部体制在

统治形势变化中的必然结果。

不过 , 安史之乱以后 , 尚书机构闲废的趋向 , 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 , 这可以从许多

材料得到证明。所谓 “自至德以来 , 诸司或以事简 , 或以餐钱不充 , 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

皆以间日”
14

。 《旧五代史 职官志》也说: “自天宝末 , 权置使务已后 , 庶事因循 , 尚书诸司 ,

渐至有名无实 , 废堕已久。” 即如户部司 , 随着其职权的闲废 , 本来在天宝年间建造得很宏

丽的户部郎中厅、 员外郎厅和户部考堂 , “乾元以后 , 毁拆并尽” , 成了一片荒芜的 “户部

园”
15

。正如严耕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大体在于邵上表二十年之后 ,陆长源对于尚书六部的

职权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认为: “兵部无戎帐 , 户部无版图 , 虞、 水不管山川 , 金、 仓不

司钱谷 , ……官曹虚设 , 俸禄枉请。”16这就是说 , 不仅是过去的闲司更加闲简无事 , 即使如

兵部、 户部 , 亦成虚设。严耕望先生认为 , 兵部的失权 , 是由于 “方镇跋扈于外 , 宦官擅兵

于内” ; 而户部的失权 , 则是由于 “财政诸使位权日重 , 形成所谓三司制度”。

然而除此之外 , 更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而不应仅从不同官职间职权的转移来分析。高宗

武则天以来均田制、 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破坏 , 赋税征收方式的转变和募兵制的出现 , 势

必造成 “兵部无戎帐 , 户部无版图” 的情况。因为唐前期的户部本来就无 “版图” , 《唐六

典》 谓户部尚书侍郎之职 “掌天下户口、 井田之政令” , 《旧唐书 职官志》 谓其 “掌天下田

户、 均输、 钱谷之政令” , 而不言 “版图” 事。在唐前期以租庸调为主的赋税制度下 , 征收

标准以户口丁身为主 ; 而均田制下政府并不掌握各地的实际耕地面积 , 户部统计的全国田

亩数也只是根据 “百亩授受” 之制的理想而确定的 “应授田” 数 , 而不是实际耕地面积
17

。

版图在唐前期并不成为问题。所谓 “版图” 的概念 , 是安史之乱后 , 随着藩镇割据和其它形

式地方分权的出现而出现的 , 指的是两税法实施后赋税征收标准由以户口为主变为以土地

财产为主 , 中央政府对各地土地的实际控制 , 亦即版图变得至关重要。如元和七年 , “河朔

三镇” 之一的魏博发生军乱 , 都知兵马使田兴被兵众推为留后 , 其令军中士卒曰: “勿犯副

大使 , 守朝廷法令 , 申版籍 , 请官吏 , 然后可。”18此版籍指的即是版图和籍帐。又 , 唐前期

的兵部也不管 “戎帐” , 即不负责实际统领军队。 《唐六典》 谓兵部尚书侍郎之职 “掌天下

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卒戍之籍 , 山川要害之图 , 厩牧甲仗之数 , 悉以咨之。” 《旧唐

书 职官志》 谓其 “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唐代前期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 ,

而且负责统领军队、 指挥战争的也不是兵部 , 主要是诸卫大将军和将军以及由皇帝临时指

派的行军元帅、 行军总管等。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以后 , 军队的统领体制发生了变化 , 形成了

以节度使为主的地方军将专兵及其后中央宦官统领禁军的局面。但不能说是节度使和宦官

夺了兵部之权 ,因为这是在原有兵部职权之外新出现的事务。实际上 ,战争造成的军事问题

的凸显 , 并不意味着兵部军事职权的强化 , 而是造成了宦官和宰相掌兵权 , 而这种权力在

唐前期基本上是由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的 ; 同样 , 财政问题的凸显 , 则导致了财政使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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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 , 以及宰相掌财权。这是宋代最高行政权一分为三 , 即由中书门下、 枢密院、 三司分掌

民政、 兵政和财政的制度的滥觞。

新形势下不断增加的新事务 , 导致了使职系统的发展和尚书六部在行政事务中地位的

下降。但是 , 旧有的制度模式和政治体制在制度转型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安史之乱的

爆发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政治体制的弊端 ,促使人们对开元、天宝时期的制度进行反思 ,在

没有找到新的制度模式之前 ,恢复开元前期以前的制度便成为理想的目标。而事实上不断发

展的使职大都因事而设 , 或表面上仍依托于六部体系 , 或权宜济急而毫无章法 , 从而导致

实际政务运行中的混乱。在这种背景下 ,由于不同官僚的实际利益依托于不同的体制 ,对于

制度的整顿就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 ,很快开始了以恢复尚书六部和九卿之职权为目的的制度整顿。前引

严耕望先生文中谓 “代宗大历中及德宗初年 , 君相深惜旧章之坠失 , 屡敕规复旧章 , 重建

尚书省之地位与职权” , 并对此有详细的论证 , 此处不烦赘引。惟 《唐会要》 卷五七尚书省

条所载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及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 , 都强调了尚书省的 “会府”、

“政源”地位以及政治体制中六部九卿与使职系统的本末关系 ,透露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 ,

即谓尚书六部犹如 《周礼》六官之分掌国柄 , “犹天之有北斗也” , 是 “法天地而分四叙 , 配

星辰而统五行”。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这种指导思想与安史之乱以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 ,

实际上也是一种托古改制19。建中、 贞元年间杨炎、 刘晏和崔造、 韩 围绕着罢使和还职六

部的斗争 ,以及关于尚书省官员是否每日视事的争论 ,都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另外 , 严耕望先生未予论及的九卿之职权与地位的恢复与整顿 , 其实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展

开。如前引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敕中 , 即强调了 “九卿之职 , 亦中台之辅 , 大小之政 ,

多所关决”。 《唐会要》 卷三七礼仪使条又载 , “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 , 停礼仪使事 , 归

太常。” 或此二者本为同一敕 , 都是强调使职还权于九卿。

不过 ,由于使职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 ,自有其合理性。在新的行政机制尚未

确立之前 ,不可能由原有的尚书六部完全加以取代。形势的变化使得制度不可能发生简单的

回归。如贞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 “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 ,乃奏天下两税钱物 ,委本道观察使、

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 ; 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 巡院、 江淮转运使等并停 ; 其度支、 盐

铁 , 委尚书省本司判 ; 其尚书省六职 , 令宰臣分判。”20其目的 , 除了权力斗争之外 , 还是想

罢使而还职尚书六部。但到年底 , 崔造的改革导致了 “事多不集” 的后果 ,由于 “诸使之职 ,

行之已久 , 中外安之” , 使职体系得以恢复
21

。

总之 , 安史之乱以后使职的发展、 使职行政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引起的使职与尚书六

部和九卿职权的冲突 ,并非能够在短时间内调整过来的。这种调整的完成 ,实际上就意味着

两套行政体制转换的完成。这个过程延续了很长时间 ,晚唐至北宋还有过许多次关于还职六

部九卿的争论和改革 , 直至宋神宗元封年间的官制改革 , 才将新的使职差遣机制注入原有

六部行政体制之中 , 以六部职权的扩大和完善而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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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枢体制新格局的演进

随着行政体制的变化 ,以君主和宰相关系为核心的中枢体制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开元

时期形成的中书门下为决策行政合一的机关、宰相与三省分离的中枢体制22 ,在安史之乱以

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主要表现在宰相职权的进一步政务化 , 相权与君权进一步分离 , 以

及由此带来的翰林学士和宦官政治地位的上升。

宰相职权的政务化 , 是政治权力不断世俗化的表现。随着国家形态的不断成熟 ,政治权

力对于沟通天人、调和阴阳的职能在逐渐萎缩。自秦汉以来 , 关于宰相职权的政治观念不断

地有所变化 ,正体现出宰相职权的逐渐政务化这样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明显趋势。

汉初陈平认为 , “宰相者 , 上佐天子理阴阳 , 顺四时 , 下育万物之宜 , 外镇抚四夷诸侯 , 内

亲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23。后来丙吉也认为 ,宰相不亲小事 , 三公典调和阴阳24。

到唐代 , 这种意义只是体现在徒有虚名的三公身上 , 故 《唐六典》 称: “三公 , 论道之官也。

盖以佐天子理阴阳、 平邦国 , 无所不统 , 故不以一职名其官。” 而唐代的宰相 , 是要掌管具

体事务的。这种观念的变化与整个政权观念的变化有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 , 尚书省成为宰

相机构 ,在帮助皇帝进行决策的同时 ,还是执行政务的最高领导机关。到隋唐之际的三省体

制下 ,尚书省左右仆射作为当然宰相 ,也还是掌管具体的行政事务的。所以贞观三年唐太宗

对左右仆射房玄龄、 杜如晦说: “公为仆射 , 当助朕忧劳 , 广开耳目 , 求访贤哲。比闻公等

听受辞讼 , 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遐 , 安能助朕求贤哉?” 因敕: “尚书省细碎务 , 皆付左

右丞 , 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 , 关于仆射。”25这说明此前宰相是在受辞讼、 听符牒的 , 即使其

后仆射不关掌尚书省细碎务 , 而主要是助君求贤、 处理冤滞大事 , 那也是具体的政务 , 只

不过是小事和大事的区别而已。

随着尚书省退出宰相机关 ,仆射退出宰相行列 ,大抵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出现的中书、门

下两省长官通过兼任尚书省官员而掌管具体行政事务 , 以及出现于中宗景龙年间的中书省

官员裁决地方政务的情况 ,在玄宗时期开始制度化。随着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形成

了宰相机构兼掌行政事务、 中书门下为兼掌行政决策机关的格局
26

。如果说开元、 天宝时期

尚书省已经完全退出了决策系统 , 尚书省的长官未经特别授权便不是宰相 , 中书门下成为

裁决政务的宰相府署 , 形成了 《唐六典》 卷一所谓 “其国政枢密皆委中书 (即指中书门

下 ) , 八座之官 (指尚书省官员 ) 俱受其成事而已” 的中枢体制 ; 那么 , 安史之乱以后 , 由

于使职的进一步发展 , 在行政运作中以使职系统为主导 , 尚书省不仅不预决策而且也不处

理实际政务以至逐渐闲废 , 而使职跨越尚书六部直接上承君相 , 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于行

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 , 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 , 宰相的职权进一步朝

着掌管具体事务的方向发展。

开元、 天宝时期 , 六部尚书尤其吏部、 兵部尚书和重要的财政使职已经多由宰相兼领 ,

但是 , 诸司官知政事者 , “不复视本司事”27 , 严耕望先生因此认为 , 这是尚书省诸司官因参

政而废本职 ,表明八座之官成了用以酬勋的虚衔 ,尚书省因此职权坠落
28

。而安史之乱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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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政使职和吏部、 兵部尚书入相或宰相兼领财计以及兼任吏部、 兵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

普遍 , 这种情况在当时人看来 , 被认为是宰相之任等同于有司 , 即诸司官知政事者在不归

本司视事的同时 ,等于把本司之事带到了宰相府署中书门下进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中书

门下的主要职能即在于掌管选官、 贡举、财政等具体事务 , 取代尚书省成为新的行政枢纽 ,

形成了中书门下指挥使职和州县的行政体系。建中三年 (公元 782年 ) 正月 , 尚书左丞庾准

上奏文中指出了这种情况 , 说: “省内诸司文案 , 准式并合都省发付诸司 , 判讫 , 都省勾检

稽失。近日以来 , 旧章多废。若不由此发勾 , 无以总其条流。其有引敕及例不由都省发勾者 ,

伏望自今以后 ,不在行用之限。庶绝舛缪 ,式正彝伦。”
29
庾准奏行的这种改革 ,是在大历、建

中年间恢复开元以前制度努力的前提下出现的 , 这种改革的背景是在将政务由直接听命于

宰相的使职还归尚书省之后 , 尚未将省内诸司文案归总由都省发付勾检 , 而这种权力仍然

在宰相府署中书门下。不过代、德时期恢复尚书省职权的改革措施很快就被废弃 ,尤其是尚

书都省始终没有恢复其早已失去的称为 “政源”、 “会府” 的行政枢纽的地位。所以前引贞元

二年 (公元 786年 ) 崔造奏请恢复尚书省职权之时 , 仍请将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 , 即将政

务汇总于中书门下 , 中书门下成为行政枢纽。

行政权是国家政权中最基本的权力之一 ,没有行政权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宰相权力。在唐

初三省体制下 , 三省以其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环节上共同构成完整的相权 , 其中尚书省的行

政权是基础。随着尚书省长官退出宰相行列 , 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 ,其作为行政中枢的地

位就是不可取代的。由于在中枢体制转换的过程中 ,新体制下的宰相是由过去完整相权中的

一部分演变而来的 ,中书门下不断获得完整的行政权就成为这种新体制完善的方向。这个过

程自玄宗时期即已开始 , 安史之乱以后有所强化 , 但也经历了一些反复。不过 , 宰相的职权

朝着掌管具体事务的方向发展 ,这是一种不可逆转之势。贞元三年李泌入相后 ,德宗根据宰

臣分判尚书六职的制度 , 对李泌说: “自今凡军旅、 粮储事 , 卿主之 ; 吏、 礼委 (张 ) 延赏 ;

刑法委 (柳 ) 浑。” 即以三宰相分判六部之事。而李泌则认为 , “宰相之职 , 不可分也。……

至于宰相 , 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 , 是乃有司 , 非宰相也。”30李泌的观点只是一种

理想 ,尽管这种理想不断得到一些士大夫的支持 ,如直到文宗时期 , 因令宰臣分镇户部、度

支之事 , 给事中郭承嘏还上书论之曰: “宰相者 , 上调阴阳 , 下安黎庶 , 致君尧舜 , 致时清

平。俾之阅簿书 , 算缗帛 , 非所宜也。”31但是 , 宰相之任等同于有司 , 已经是一种难以改变

的客观情况 , 并且形成了宰相判事的具体规程和专门的文书 , 即如 《唐国史补》 卷下所谓: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 , 处分百司有堂帖 , 不次押名曰花押。” 宋人沈括也说: “唐中书指

挥公事 , 谓之堂帖子。经见唐人堂帖 , 宰相签押 , 格如今之堂礼也。”32可见 , 中书门下已由

过去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政事堂 , 演化成为一个指挥百官百司处理政务的兼有决策行政职

能的机关。宋人朱礼指出 , 唐代 “宰相下行尚书省之事 , 尚书卿监上任宰相之权 , 此所谓无

定制也。”
33
这是将新体制下宰相的职权与过去的尚书六部和诸寺监简单的类比 , 这种类比

很不确切 ,是宋人对唐制理解偏差中典型的一类。从中枢体制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兼掌决策

行政体制 (实际上是一省制 ) 的转变来理解宰相职权的这个变化 , 我们可以看到 , 这正是

新体制下宰相职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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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的职权转化为以掌政务为主之后 , 虽然还参与决策 , 但主要表现在对于具体政务

的裁决 ; 或个别专权的宰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 , 事实上也已经等同于天子的私臣 , 即必

须经过天子的特别授权 ,而不是作为宰相在制度上所固有的权力。尤其是德宗在经过建中时

期军事上、 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 , 到贞元时期更加不任宰相 , 造成了宰相之间的排挤争

夺 , 宰相的议政决策之权严重削弱34。这种情况要到宪宗元和时期才有所改变。宰相具有一

定的决策权 ,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德宗时期中枢体制的某些特征 ,是体制转型

期所特有的。

由于宰相议政决策之权的削弱 , 君、 相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来越大 , 导致了中枢决

策体制的不完善性。而战争环境中又需要中枢决策机密而迅速 , 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正

如肃宗乾元二年 (公元 759年 ) 针对李辅国专权的制书中所说: “比缘军国务殷 , 或宣口敕

处分。”
35
所以 , 在开元以来以 “知制诰” 为标志的起草诏令之职逐渐使职化的情况下 , 以翰

林学士供奉敕旨的做法得以继承下来 , 翰林学士的权力在特殊背景下扩展至极致。代宗、德

宗时期 , 多次敕令罢除使职以还职六部九卿 , 恢复开元以前的行政制度 , 但对于中枢体制

却少有论及。因为以翰林学士掌内诏 , 符合加强君主专制的时代需要。而制度调整的反复也

还只是停留在行政体制的层面上 , 中枢体制却在朝着其固有的方向发展。

《旧唐书 职官志二》 载翰林学士的演变为: 玄宗即位 , 将张说等人召入禁中 , 谓之翰

林待诏。 “王者尊极 , 一日万机 , 四方进奏 , 中外表疏批答 , 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 , 亦资

其检讨 , 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 , 以备顾问。至德以后 , 天下用兵 , 军国多务 , 深谋密

诏 , 皆从中出。尤择名士 , 翰林学士得充选者 , 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 , 置学士六人 ,内

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 , 所以独承密命故也。” 从中可以看出 , 玄宗时期的翰林待诏是在

国家事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 将一些文学之士召入禁中 ,帮助皇帝批答表疏 , 检讨宸翰 ,以

备顾问 , 但也只是 “或诏从中出” , 即尚未完全取代中书舍人侍奉进奏、 参议表章和起草制

敕的权力。而到安史之乱以后 , 则是 “深谋密诏 , 皆从中出”。应该说 , 正是战争的环境使得

翰林学士的参谋出令权得以凸显 , 并且逐渐在制度上固定下来。唐人论翰林学士之权重 ,都

强调这是至德以后的现象。如陆贽在贞元三年上疏中所说 , “肃宗在灵武 , 事多草创 , 权宜

济急 , 遂破旧章。翰林之中 , 始掌书诏。”
36
元和年间韦处厚撰 《翰林院厅壁记》 , 也说: “逮

自至德 , 台辅伊说之命 , 将坛出车之诏 , 霈洽天壤之泽 , 遵扬顾命之重 , 议不及中书矣。”37

所谓 “议不及中书” , 指的就是翰林学士取代了宰相的机密谋议之权 , 填补了因为君、 相在

决策环节上分离之后的权力空间。而 “权宜济急 , 遂破旧章” , 更道出了由中书舍人起草制

敕到翰林学士掌书诏的制度的转变 ,实因权宜济急的战争环境而完成。陆贽本人的经历便是

最好的说明 , 他在德宗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军国大事的决策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 以至于被

称为 “内相” , 关键在于 “时天下叛乱 , 机务填委 , 征发指踪 , 千端万绪 , 一日之内 , 诏书

数百。” 是特殊背景下使得翰林学士的权力扩展至极致。也正因为如此 , 人们并未把翰林学

士的这种权力视为合法的制度 , 而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 即如陆贽本人后来也说: “学

士私臣 , 玄宗初令待诏 , 止于唱和文章而已。” 又说: “词诏所出 , 中书舍人之职 , 军兴之

际 , 促迫应务 , 权令学士代之 ; 朝野 宁 , 合归职分 , 其命将相制诏 , 却付中书行遣。”
38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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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以后 , 随着宰相决策权的恢复 , 翰林学士在军国大事谋划中的作用逐渐降低 , 并始终

没有超出天子私臣所具有的权力范畴。

宦官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 , 亦因战争的特殊环境而造就。随着高宗武则天以来君、

相在决策环节上的分离 , 便必然产生沟通君相的渠道。玄宗时期的高力士就是这样一个角

色 , “每四方进奏文表 , 必先呈力士 , 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39这被认为是唐代宦官充任枢

密使制度的萌芽。安史之乱爆发后 , “深谋密诏 , 议不及中书” , 皇帝在内廷的决策机制逐渐

形成 ,宰相的决策权力大为削弱 ,君相之间的沟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宦官负责机密文

书出纳传递的执掌被继承下来 ,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宗时期开始将宦官的这种职权

称为 “掌枢密” , 永泰二年 , 用宦官董秀掌枢密 , 史言 “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
40

。在安史之

乱以后政治体制的转换过程中 ,宦官适时地填补进来 ,充当了皇帝与宰相的中介。这就为元

和、长庆年间枢密使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加上宦官因为特殊的机缘获得了统领禁军的权

力 , 随着贞元年间左右神策中尉的设立 , 宦官专权的局面因此形成。

综上所述 , 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战争环境的冲击和促进 , 唐代的政治体制逐渐地由

前期的三省六部制向后期的中书门下和使职差遣体制过渡 ,并基本稳固下来。尽管在安史之

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 , 但正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 ,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 ,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在尚书六部和使职系统

职权的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中 , 经历过一些反复。但是 ,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 原有

行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 必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行政体制的转换 ,不是

简单的不同官职之间职权的转移 ,最终也不可能通过对原有行政机构职权的转变来完成 ;而

必须产生新的机制 ,形成新的行政体系。安史之乱以后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

整 ,正是这样一个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晚唐五代延续到北宋前期 ,直到宋神

宗元封年间的官制改革才最后完成。

中枢体制的演进也因此顺着此前的发展趋势展开 , 宰相与皇帝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

来越大。当宰相也逐渐成为统领使职的具体政务裁决者时 , 翰林学士作为内廷决策的主角 ,

其权力发展至极致 ; 但随着宰相决策权力在元和以后的逐渐恢复 , 翰林学士的决策权又有

所下降。宦官作为沟通君相的枢机人员 , 也逐渐取得了其在制度上应有的职权。但宰相具有

一定决策权 ,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安史之乱以后宰相的职权朝着掌管具体政务

的方向发展 , 是行政体制转换带来的中枢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 , 并不能等同于三省体制下

尚书六部和九卿的职权 ,更不是中书门下与尚书六部和九卿职权的简单替换。而宰相在裁决

政务方面权力的发展和划分 , 也就成为后来政治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向。

　①　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制度的调整 , 是唐代制度变化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 也是本文论证的前提。可参看拙文

《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 , 《唐研究》 第 3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②　参见陈仲安、 王素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 第 99页。

　③　《旧唐书》 卷一二三 《第五琦传》。据 《唐会要》 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度支使条 , “乾元元年 , 第五琦除度支郎中 ,

河南五道度支使。” 其时当在迁司金郎中之后、 户部侍郎之前。又 《唐会要》 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户部侍郎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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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乾元元年十月 , 第五琦改户部侍郎 , 带专判度支 , 自后遂为故事 , 至今不改。”

　④　参见李锦绣 《唐代财政史稿》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 第 291— 298页。

　⑤　参见吴丽娱 《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 , 《中华文史论丛》 1986年第 1期。

　⑥　《唐会要》 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

　⑦　参见邓小南 《课绩与考察—— 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 , 《唐研究》 第二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⑧　《旧唐书》 卷五○ 《刑法志》 ; 参见拙文 《唐代司法 “三司” 考析》 , 《北京大学学报》 1991年第 2期。

　⑨　参见姜伯勤 《唐贞元、 元和间礼的变迁》 , 载 《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0　《唐会要》 卷三七 《礼仪使》。

　11　初刊于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53年第 24本 , 后经补订 , 收入 《唐史研究丛稿》 , 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年。

　12　《文苑英华》 卷六○一于邵 《为赵侍郎陈情表》。时间根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

　13　《南部新书》 丁篇。

　1429　《唐会要》 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条。

　15　《唐会要》 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户部郎中条。

　16　《全唐文》 卷五一○陆长源 《上宰相表》。

　17　参见 《汪 隋唐史论稿》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 第 40— 55页。

　18　《资治通鉴》 卷二三八。 《旧唐书》 卷一四一 《田弘正传》 作 “以六州版籍请吏” ; 《新唐书》 卷一四八 《田弘正

传》 作 “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 , 并谓其 “图魏、 博、 相、 卫、 贝、 澶之地 , 籍其人以献”。

　19　关于托古改制在制度变革中的意义 , 笔者另在拙文 《北周官制与南北朝隋唐间政治体制的演变》 (待刊 ) 中进行

了论证 , 此不赘述。

　20　《旧唐书》 卷一三○ 《崔造传》。

　21　《资治通鉴》 卷二三二。

　22　参见前引拙文 《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转变》。

　23　《史记》 卷五六 《陈丞相世家》。

　24　《汉书》 卷七四 《丙吉传》。

　25　《贞观政要》 卷三 《择官》。

　26　参见罗永生 《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 , 《历史研究》 1992年第 2期。

　27　《新唐书》 卷二○六 《杨国忠传》。

　28　参见前引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

　29　《资治通鉴》 卷二三八。

　31　《旧唐书》 卷一六五 《郭承嘏传》。

　32　《梦溪笔谈》 卷一 《故事》。

　33　《汉唐事笺》 卷三 , 《粤雅堂丛书》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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